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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及其权衡与协同
特征

王世豪１，２，黄　 麟１，∗，徐新良１，３，徐淑琬４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院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４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北京　 １０１１００

摘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保护、环境优化与城市发展、经济开放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掌握

其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变化状况有助于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制定生态保护修复相关政策。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

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宏观格局变化，分析了大湾区生态系统生产力、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探讨了供给

与调节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结果表明：（１）森林与农田是大湾区的主体生态系统，面积占大湾区国土面积的５４．１％和

２２．８％，近 １５ 年由于城镇面积快速增长（增幅达 ６８．６％），导致森林、农田、湿地面积不断减少。 （２）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供给服

务量和土壤保持量整体上均呈现轻度增加趋势，特别是江门、肇庆等生态服务主要提供区域；东南部最高、北部次之、中部偏低

的水源涵养量，除西北部呈现增加趋势以外，其它区域皆呈现减少趋势；城镇扩张是生态系统供给、调节服务明显减少的主要影

响因素。 （３）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调节服务之间的相关关系均以协同为主，然而，在大湾区东北部

和南部的广州、惠州、江门等区域呈现明显的权衡关系，提示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需要在这些呈现权衡关系的区域实施有针对性

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优化绿地结构、保护生态空间，减少城镇扩张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极影响，建设生态

优美、文化繁荣的美丽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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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提供物质与非物质惠益即生态系统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等服务［１⁃４］。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发展迅速，多通过物质量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利用价值量开展不同

时段、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评价［５］。 １９９７ 年，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区分 １７ 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估算了全球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６⁃８］。 国内，谢高地等［３，７］基于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研究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

表。 许多研究沿用当量法开展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但由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空间异质性、评估

复杂性，指标选取不统一以及评价方法差异等原因，导致结果具有极大地不确定性［５，９］，评价内容和尺度难以

满足实践需求［１０］。 此外，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种类多样性、空间分布不均衡以及人类使用的选择性，生态系统

服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权衡和相互增益的协同等变化［１１］。 科学合理地估算生态系统服务，定量

化描述其时空演化特征，分析主要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为生态系统管理与决策的制定提供重要

依据［１２⁃１３］，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类社会福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有裨益［１４］。
近几十年，伴随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快速城市化是全球最显著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使得生

态系统服务能力较弱的生活、生产空间占用了生态空间［１５］，极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结构并导致生态系统服务

呈现复杂的时空变化特征［１４，１６］，由此引发了水污染、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１７］， 严重威

胁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１８］。 因此，如何降低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地

城市发展，已成为城市化研究的热点问题［１９⁃２２］。 众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了闽三角城市群水源涵养情景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其的影响［２３］；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

量估算了武汉城市圈、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系

统服务之间的关系［１４，２４⁃２６］。 然而，对于城市化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引起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相互关系变化的

时空过程，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政策方面考虑较为缺乏，不利于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城市群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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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发展机遇，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２７］，成为全球人口高密度聚集的城

市群地区之一［２８］， 快速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城市的空间格局和自然景观［２９］，同时也出现了植被面积减少、物种

多样性降低、海平面上升、洪涝规模增大等一系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生态系统供给与调节服务降低，
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３０⁃３１］。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李婧贤等［３２］ 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

服务分类体系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甘琳等［３３］从自然生态、城市扩张、生态系统服务方面选取生态敏感性

评价因子并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了近 ２０ 年大湾区生态敏感性时空变化；林媚珍等［３０］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分析了

近 １５ 年大湾区碳储量、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以及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的影响。 然而，多数研究

侧重于生态系统服务估算，对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演化规律及其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研究较为欠缺［１０］。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典型研究区，基于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湾区生态系统宏观格

局变化的分析，揭示了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调节服务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探讨供

给服务与调节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通过了解过去十几年大湾区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相互

关系的动态本底状况，掌握城市化对生态系统变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生态保护的薄弱区域以及未来需要加

强保护的重要区域。 本研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同时开展生态保护、改善大湾区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 ５．６ 万 ｋｍ２，包括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９ 市和

我国香港、澳门 ２ 个特别行政区，２０１７ 年末总人口约 ７０００ 万人。 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

区、日本东京湾区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３４］。 大湾区以亚热

带季风气候为主，终年温暖湿润，年均温 ２１—２３℃，年均降水量 １５００ ｍｍ 以上。 多雨季节与高温季节同步，植
被类型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３２］。
１．２　 生态系统类型及变化信息提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类型及其变化信息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土地

利用变化与土地覆被数据集［３５］，该数据集是以美国陆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图像为主要信息源，通过人工

目视解译获得，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建设用地、未利用

土地等 ６ 个一级类和 ２５ 个二级类。 将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合并转换为农田、森林、草地、湿地、城镇等生态系统

类型，进而统计分析大湾区近十几年生态系统类型与面积的变化趋势。
１．３　 生态系统服务量化方法

１．３．１　 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是绿色植被在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累积的有机

物数量，由光合作用获得的有机质总量扣除植被自身生长和代谢消耗后的剩余部分，它直接反映了自然环境

条件下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３６］，可作为生态系统供给服务量化的指标。 本文中 ＮＰＰ 数据来自于 ＭＯＤＩＳ 产品

中的 ＭＯＤ１７Ａ３ 数据集，是通过 ＢＩＯＭＥ⁃ＢＧＣ 模型计算出全球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年际变化的资料［３７⁃３８］，空
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１ ｋｍ，数据时间序列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该数据已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变化监测、植被生物

量估算、碳循环和全球变化等研究［３９⁃４１］。
１．３．２　 水源涵养服务量

采用降水贮存量法［４２⁃４４］估算粤港澳大湾区森林、湿地、草地生态系统通过调节水量和净化水质所产生的

水源涵养服务量，公式表示为：
Ｗ ＝ Ａ × Ｐｒ × Ｒ （１）

Ｐｒ ＝ Ｐ × Ｋ （２）

５０４８　 ２３ 期 　 　 　 王世豪　 等：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及其权衡与协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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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Ｗ 为与裸地相比得到的森林、湿地和草地生态系统涵养水分的增加量（ｍ３），Ａ 为生态系统面积（ｈｍ２），
Ｐｒ 为产流降水量（ｍｍ），Ｐ 为年均降水量（ｍｍ），Ｋ 为产流降水量占降水总量的比例；Ｒ 为与裸地相比生态系

统减少径流的效益系数。 通过已发表文献搜集获得实测降雨产流临界值， 并以临近气象台站实测的日降水

量修正同时期得到的 ＴＲＭＭ 逐日 ３ ｈ 降水量， 累计单次降雨量大于降雨产流临界值的数值，得到单点产流降

雨量占降雨总量的比例， 进而与多年平均河川径流系数建立线性关系，得到 Ｋ 值的空间分布。 森林 Ｒ 值主要

通过搜集已有文献资料， 草地 Ｒ 值根据植被覆盖度［４２，４５］计算。
１．３．３　 土壤保持服务量

利用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ＳＣ）衡量生态系统保育土壤的能力，土壤保持量定义为生态系统在极度退化

状况下土壤侵蚀量（ＳＥｄ）与现实状况下土壤侵蚀量（ＳＥｒ）的差值。 采用修正通用水土流失方程（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ＬＥ）估算土壤侵蚀量（ＳＥ），该方程认为土壤水蚀强度主要由降雨侵蚀力因子

（Ｒｓｅ）、土壤可蚀性因子（Ｋｓｅ）、坡长因子（Ｌ）、坡度因子（Ｓ）、覆盖和管理因子（Ｃ）、水土保持措施因子（Ｐｓｃ）等
决定，因此表示为：

ＳＣ ＝ ＳＥｄ － ＳＥｒ 　 　 　 　 　 　 　 　 　 　 　 　 　 　 　 　 　 　 　 　 　 　 　 　 　 　 （３）
ＳＥ ＝ Ｒｓｅ × Ｋｓｅ × Ｌ × Ｓ × Ｃ × Ｐｓｃ （４）
Ｋｓｅ ＝ ２．１ × １０ －４ １２ － ＯＭ( ) Ｍ１．１４ ＋ ３．２５ Ｓｔ － ２( ) ＋ ２．５ Ｐ － ３( )[ ] ／ １００ × ０．１３１７ （５）

Ｌ ＝ λ
２２．１３

æ

è
ç

ö

ø
÷

β
１＋β

（６）

β ＝ （ ｓｉｎθ
０．０８９６

） ／ （３．０ × ｓｉｎθ０．８ ＋ ０．５６） （７）

Ｓ ＝
１０．８ｓｉｎ ｓ( ) ＋ ０．０３， θ ＜ ９％
１６．８ｓｉｎ ｓ( ) － ０．５， ９ ≤ θ ≤ １８％
２１．９１ｓｉｎ ｓ( ) － ０．９６ θ ＞ １８％

ì

î

í

ïï

ïï

（８）

Ｃ ＝
１　 　 　 　 　 　 　 　 　 　 ｆ ＝ ０
０．６５０８ － ０．３４３６ｌｇｆ　 　 ０ ＜ ｆ ≤ ７８．３％
０　 　 　 　 　 　 　 　 　 　 ｆ ＞ ７８．３％

ì

î

í

ïï

ïï

（９）

式中，利用基于日降雨量的半月降雨侵蚀力模型［４６］来估算 Ｒｓｅ；利用 Ｎｏｍｏ 图法计算 Ｋｓｅ，其中，ＯＭ 是土壤有

机质含量百分比（％），Ｍ 是土壤粉粒、极细砂与粘粒百分比之积，Ｓｔ 是土壤结构系数，Ｐｓｃ 是渗透等级，这些土

壤属性数据均来源于 １∶１００ 万土壤数据库。 基于ＭｃＣｏｏｌ 等［４７］和刘宝元等［４８］的方法估算 Ｌ 和 Ｓ，其中， λ为坡

长（ｍ），计算 Ｌ 时把生态系统类型边界、道路、河流、沟塘湖泊等地表要素作为径流的阻隔因素，改进了传统算

法中通过相邻栅格间的坡向以及坡度变化率确定坡长终止点的方法，避免了坡长因子的高估。 根据蔡崇

法［４９］的方法计算确定 Ｃ。
１．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分析

以大湾区供给服务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的多年变化趋势为基础，基于逐像元空间相关分析方法，探
讨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及正负方向，判断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首

先，计算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应的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ｒ ＝
∑（ｘ － ｘ）（ｙ － ｙ）

　

∑ （ｘ － ｘ） ２∑ （ｙ － ｙ） ２
（１０）

一阶偏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ｒｉｊ·ｈ ＝
ｒｉｊ － ｒｉｈ ｒ ｊｈ

　
（１ － ｒｉｈ ２）（１ － ｒ ｊｈ 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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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ｉｊ·ｈ 表示在变量 ｉ 和 ｊ 在控制变量 ｈ 后的一阶偏相关系数， ｒｉｊ 、 ｒｉｈ 、 ｒ ｊｈ 分别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如果一阶偏相关系数为正，表明在排除另外一个服务的影响下，这两个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为协同关系；一

阶偏相关系数为负，说明为权衡关系；相关系数为零，则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无相关关系。
根据偏相关系数的零假设检验 ｔ 检验方法，判断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显著性。 ｔ 检验公式如下：

ｔ ＝
　 ｎ － ｋ － ２·ｒ

　
１ － ｒ２

（１２）

式中，ｒ 是对应的偏相关系数，ｎ 是样本观测数，ｋ 是可控制变量的数目，ｎ－ｋ－２ 是自由度，当 ｔ＞ｔ０．０５（ｎ－ｋ－２）时
即 Ｐ＜０．０５，拒绝原假设，相关性结果显著，当 ｔ＞ｔ０．０１（ｎ－ｋ－２）时即 Ｐ＜０．０１，拒绝原假设，相关性结果极显著。
ｔ０．０５（ｎ－ｋ－２）和 ｔ０．０１（ｎ－ｋ－２）查阅 ｔ 检验表确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格局时空变化特征

从 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各类生态系统面积及分布来看，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最大，约为 ２．９８ 万 ｋｍ２，占大

湾区陆地面积的 ５４．１％，主要分布在大湾区北部和西部的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 其次是农田，占比 ２２．８％，
主要分布在江门市、惠州市、广州市北部。 湿地和草地面积最少，仅占 ７．２％和 ２．２％。 城镇面积约 ０．７５ 万

ｋｍ２，占 １３．６％，其中广州市、东莞市、佛山市的城镇面积最多，占大湾区城镇面积的一半（图 １、表 １）。

图 １　 粤港澳大湾区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类型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类型变化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湾区各生态系统类型变化来看，城镇面积增加了 ０．３１ 万 ｋｍ２，增幅达 ６８．６％，其中，中
山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分别达到了 １３０％、９９．５％和 ９７．２％，广州市、惠州市增幅也超过了 ７０％，香港、澳门变化

相对较小，分别约 ３．８％和 ３．５％（表 ２）。 城镇增加的面积主要来源于农田，其次是森林、湿地。 农田面积减少

０．１９ 万 ｋｍ２，减幅为 １３．３％，广州市和东莞市减少面积最多，减幅最大的是东莞市（４８％）和深圳市（３０％）。 森

林面积减少了 ８０３．２５ ｋｍ２，减幅为 ２．６％，其中，东莞市减幅较大，达到 ２９．５％。 湿地减少了 ６．７％，其中深圳市

和中山市最明显。 因此，近 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快速城镇化导致森林、农田、湿地生态系统不断缩减、退化

等问题突出。
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格局及特征

从大湾区生态系统生产力来看，多年平均植被 ＮＰＰ 空间分布与生态系统类型分布一致，森林 ＮＰＰ 最高，

７０４８　 ２３ 期 　 　 　 王世豪　 等：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及其权衡与协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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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约 ４１９．４ ｇＣ ／ ｍ２，草地 ＮＰＰ 为 ３７０．０ ｇＣ ／ ｍ２，农田 ＮＰＰ 约 ３２３．５ ｇＣ ／ ｍ２，湿地 ＮＰＰ 约 １８１．０ ｇＣ ／ ｍ２（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ＮＰＰ 整体呈现轻度增加趋势，其中，湿地转森林、草地转森林、湿地转农田区域的 ＮＰＰ 增加趋

势最明显，分别达到 ６．５、５．９、４．９ ｇＣ ｍ－２ ａ－１，而农田转湿地、农田转城镇、森林转城镇区域的 ＮＰＰ 呈现减少趋

势，分别为－３．１、－０．８、－０．１ ｇＣ ｍ－２ ａ－１（图 ２）。 从各行政区看，多年平均 ＮＰＰ 值最高的是肇庆市和惠州市，分
别达到 ４１３．７ ｇＣ ／ ｍ２和 ４０５．４ ｇＣ ／ ｍ２，最低的是澳门，仅为 ４５．５ ｇＣ ／ ｍ２；就 ＮＰＰ 总量而言同样是肇庆市和惠州

市最高，分别为 ６．２ Ｔｇ 和 ４．６ Ｔｇ，两市 ＮＰＰ 总量占大湾区 ５７％；年际变化趋势最大的是江门市，最小的是澳门

和东莞市（表 ３）。

表 １　 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各行政区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及所占百分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５

地区
Ｚｏｎｅ

城镇 Ｕｒｂａｎ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 其他 Ｏｔｈ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

广州市 １４１２．０１ １９．６９ ３０２８．１６ ４２．２３ ２１５６．７４ ３０．０７ ４７２．４２ ６．５９ ９７．９０ １．３７ ４．２１ ０．０６

深圳市 ８５０．９１ ４４．３０ ７６７．０２ ３９．９３ ２１０．７０ １０．９７ ６６．７８ ３．４８ ２５．４９ １．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珠海市 ３４４．９７ ２２．５８ ４８８．１４ ３１．９５ ４３６．９５ ２８．６０ ２４２．７９ １５．８９ ６．５４ ０．４３ ８．３８ ０．５５

佛山市 １０９０．５０ ２８．７５ ８４７．４３ ２２．３４ ９３２．４１ ２４．５８ ９１０．０９ ２３．９９ １０．７５ ０．２８ ２．０７ ０．０５

江门市 ７０７．５９ ７．６４ ４７６７．５５ ５１．４８ ２７２６．９４ ２９．４５ ７２９．５３ ７．８８ ３２５．４７ ３．５１ ３．５０ ０．０４

肇庆市 ４０８．３３ ２．７４ １１２０７．５１ ７５．２０ ２４１１．１９ １６．１８ ５７３．７８ ３．８５ ３０１．４３ ２．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０

惠州市 ７３１．６８ ６．４８ ７２３７．５８ ６４．１３ ２７０９．７９ ２４．０１ ３３９．４３ ３．０１ ２６６．３９ ２．３６ １．５０ ０．０１

东莞市 １２６２．２６ ５１．５３ ５３４．２４ ２１．８１ ３５２．１３ １４．３８ ２４０．９２ ９．８４ ５９．６２ ２．４３ ０．２１ ０．０１

中山市 ４９１．５８ ２８．４３ ３４３．８２ １９．８９ ５４６．５６ ３１．６１ ３４３．３４ １９．８６ ３．３５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０１

香港 １９６．９４ １８．４７ ６２０．２６ ５８．１７ ５７．４７ ５．３９ ３９．３７ ３．６９ １５２．２４ １４．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０

澳门 １４．７９ ６３．６４ ６．２９ ２７．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６ ９．２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５１１．５６ １３．６２ ２９８４８．００ ５４．１４ １２５４０．８８ ２２．７５ ３９６０．６１ ７．１８ １２４９．１８ ２．２７ ２０．５７ ０．０４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各类生态系统净变化面积及变化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地区
Ｚｏｎｅ

城镇 Ｕｒｂａｎ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
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

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

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

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

净变化
Ｎｅ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 ％

广州市 ５９４．３８ ７２．７０ －１２２．５１ －３．８９ －４４０．８７ －１６．９７ －２１．７９ －４．４１ －８．２９ －７．８１

深圳市 ２６３．９５ ４４．９７ －１０３．６６ －１１．９１ －９０．３２ －３０．００ －３７．２５ －３５．８１ －６．８８ －２１．２５

珠海市 １２５．９７ ５７．５２ －１５．０１ －２．９８ －１４７．１９ －２５．２０ ６１．８６ ３４．１９ －０．３９ －５．６３

佛山市 ５３７．６２ ９７．２４ －６１．４５ －６．７６ －２８６．０５ －２３．４８ －１８７．３５ －１７．０７ －１．５７ －１２．７４

江门市 １７６．０４ ３３．１２ －６２．４２ －１．２９ －１２７．０４ －４．４５ －４．２４ －０．５８ １９．４５ ６．３６

肇庆市 １２６．９９ ４５．１４ －８２．２５ －０．７３ －１５２．９５ －５．９６ ５２．０３ ９．９７ ５６．２６ ２２．９５

惠州市 ３１５．７０ ７５．８９ －８４．０４ －１．１５ －２３１．１７ －７．８６ ３．８４ １．１４ ０．８５ ０．３２

东莞市 ６２９．４６ ９９．４７ －２２３．０６ －２９．４５ －３２５．９２ －４８．０７ －５４．２８ －１８．３９ －２２．７５ －２７．６２

中山市 ２７７．８９ １３０．０４ －５３．６５ －１３．５０ －１１９．０５ －１７．８９ －９５．３８ －２１．７４ －１．０７ －２４．２１

香港 ７．１６ ３．７７ ４．８４ ０．７９ －３．８２ －６．２３ －０．３５ －０．８８ －７．１０ －４．４６

澳门 ０．５０ ３．５０ －０．０４ －０．６３ ０ ０ －０．２２ －９．２４ ０ 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０５５．６６ ６８．５８ －８０３．２５ －２．６２ －１９２４．３８ －１３．３０ －２８３．１３ －６．６７ ２８．５１ ２．３４

从大湾区水源涵养服务来看，森林、湿地、草地生态系统多年平均水源涵养总量约为 １．２４×１０６万 ｍ３，单位

面积水源涵养量为 ２９．０１ 万 ｍ３ ／ ｋｍ２。 受降水分配格局和生态系统类型分布的影响，水源涵养量呈现东南部

沿海最高、北部次之、中部偏低的区域分异分布格局（图 ２）。 其中，香港的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最高，达 ３７．６
万 ｍ３ ／ ｋｍ２，佛山市最低约 １６．５ 万 ｍ３ ／ ｋｍ２（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除肇庆市、江门市、佛山市西部和惠州市北

８０４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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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 ＮＰＰ、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多年平均值与年际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ＮＰＰ，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部呈现增加趋势以外，其它区域皆呈现明显减少趋势，特别是东南部沿海的香港、深圳市、东莞市、中山市，水
源涵养量年均减幅超过 ０．３ 万 ｍ３ ／ ｋｍ２（图 ２）。 其中，森林转草地、湿地转森林区域的水源涵养量表现为微弱

的增加趋势（０．１２ 万 ｍ３ ｋｍ－２ ａ－１和 ０．０４ 万 ｍ３ ｋｍ－２ ａ－１），而农田、森林和草地转城镇区域的水源涵养量减少趋

势较明显（－０．４ 万 ｍ３ ｋｍ－２ ａ－１、－０．４８ 万 ｍ３ ｋｍ－２ ａ－１、－０．３４ 万 ｍ３ ｋｍ－２ ａ－１）。
从大湾区土壤保持服务来看，多年平均土壤保持总量约为 ５．７５×１０８ ｔ，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为 １２４．６６ ｔ ／

ｈｍ２，亦呈现珠江入海口地区低周边地区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２），佛山、东莞、中山等市的单位面积土壤保持

量均小于 １００ ｔ ／ ｈｍ２，而香港、澳门、惠州则超过了 １５０ ｔ ／ ｈ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壤保持年际变化整体呈现增

加趋势（图 ２），特别是广州市和肇庆市，变化率分别达 １．４１ ｔ ｈｍ－２ ａ－１和 ２．５２ ｔ ｈｍ－２ ａ－１，仅中山、东莞和香港的

部分区域呈现轻微减少态势。 其中，森林转草地和城镇转森林的区域土壤保持量呈现增加明显趋势（２．１５、
２．１３ ｔ ｈｍ－２ ａ－１），而森林转湿地、草地转城镇的区域呈现减少趋势。
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关系时空变化特征

２．３．１　 相关关系的空间格局差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与水源涵养服务的相关关系来看，表现为显著或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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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空间权衡关系的区域面积为 ６１９ ｋｍ２，约占大湾区陆地面积的 １．５％，显著或极显著空间协同关系为 １６８０
ｋｍ２，约占 ４％，而不显著的空间权衡和协同关系分别占 ３８．４％和 ５３．４％，还有 ２．７％显示为无相关关系。 从空

间分布来看，在大湾区东北部散布显著的权衡关系，而珠江口及大湾区西北部以协同关系为主，特别是肇庆

市、东莞市和深圳市部分区域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性（图 ３）。 从各行政区看，广州市、惠州市和东莞市表现为

显著或极显著权衡关系的面积占比最大，分别占该市面积的 ３．８％、３．０％和 ２．５％，肇庆市、东莞市和深圳市表

现为显著或极显著协同关系的面积占比最大，分别为 ９．１％、６．４％和 ６．１％（图 ４）。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量及变化趋势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地区
Ｚｏｎｅ

ＮＰＰ 水源涵养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土壤保持量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

（ｇＣ ／ ｍ２）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ｇＣ ／ ｍ２）

总量
Ｔｏｔａｌ ／ Ｔｇ

年际变化趋势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 ／
（ｇＣ ｍ－２ ａ－１）

多年平均
Ｍｅａｎ ／

（１０４ｍ３ ／ ｋｍ２）

年际变化趋势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 ／
（１０４ｍ３ ｋｍ－２ ａ－１）

多年平均
Ｍｅａｎ ／

（ ｔ ／ ｈｍ２）

年际变化趋势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 ／
（ ｔ ｈｍ－２ ａ－１）

广州市 ３００．４１ １６６．９１ ２．１６ ２．１８ ２６．３０ －０．１８ １１４．８２ １．４１
深圳市 １９８．１２ １９６．４５ ０．３９ ２．０２ ２５．３１ －０．４３ １１９．３８ ０．４０
珠海市 １６４．２６ １６５．２６ ０．２６ １．１８ ２７．９１ －０．２７ １００．５９ ０．５７
佛山市 ２１７．４４ １４２．４６ ０．８２ ２．４６ １６．５０ －０．１７ ５１．６４ ０．７５
江门市 ３７３．２７ １４３．１３ ３．４７ ５．５７ ３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１２．３９ １．００
肇庆市 ４１３．７４ ８８．０２ ６．１６ ５．４８ ３０．２２ ０．１３ １２８．１３ ２．５２
惠州市 ４０５．４４ １１８．６７ ４．５８ ２．２１ ３１．７９ －０．１６ １５４．０３ ０．５３
东莞市 １７８．４３ １５８．８８ ０．４４ ０．４１ １６．９６ －０．３５ ７８．９０ ０．３４
中山市 ２２０．７３ １３６．０７ ０．３８ １．２８ ２６．０１ －０．３７ ７１．７２ ０．１６
香港 ２０９．５２ ２１６．６０ ０．２３ １．９７ ３７．５５ －０．５０ ２３０．２８ ０．３２
澳门 ４５．４６ １０９．９１ ０．００ ０．６９ １５４．９２ －０．１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４１．７６ １４９．３１ １８．８８ ３．５２ ２９．０１ －０．０７ １２４．６６ １．３４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的相关关系空间差异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从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和土壤保持服务的相关关系来看，表现为显著或极显著权衡关系的面积为 ８１
ｋｍ２，约占 ０．２％，显著或极显著协同关系的为 ８０１１ ｋｍ２，约占 １８．６％，不显著的空间权衡和协同关系分别占

１４．１％和 ６５．４％，还有 １．７％显示为无相关关系。 相当一部分区域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性，特别是肇庆市、广州

市北部、中山市，而大湾区南部和东北部的江门市、惠州市等区域则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权衡关系，主要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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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各行政区生态系统供给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关系面积占比

Ｆｉｇ．４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周边的供给服务和土壤保持服务以显著正相关性为主，即显著空间协同关系（图 ３）。 从各行政区看，东莞市

和中山市表现为显著或极显著权衡关系的面积分别占该市面积的 ０．６％和 ０．５％，中山市和肇庆市表现为显著

或极显著协同关系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３．３％和 ３２．０％（图 ４）。
２．３．２　 相关关系的时间过程变化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大湾区各行政区供给与调节服务之间关系的时间过程变化来看（图 ５，图 ６），总体以不

同程度的协同关系为主，期间部分时间段可能呈现不同程度的权衡关系。 从图 ５ 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广州市

的 ＮＰＰ 先减少后增加而水源涵养量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中山市的 ＮＰＰ 先增加后减少而水源

涵养量表现为先减少后增加；从图 ６ 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江门市的 ＮＰＰ 先减少后增加而土壤保持量表现为先

增加后减少。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生态系统供给和调节服务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图 ７），总体呈现波

动中缓慢增长的趋势，特别是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的波动最为明显。 在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区

域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措施，特别是权衡关系显著的广州市、佛山市、惠州市、江门市等，其中有些区域作

为大湾区城市群最重要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屏障区，需要在实施生态保护时注意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

排序和权衡考虑。

３　 讨论

城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重要原因。 大湾区近几十年发展迅速，据统

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大湾区 ＧＤＰ 总量从 ２．４ 万亿元增长到 １０．９ 万亿元，常住人口数从 ４９５６ 万增长至 ７１１６ 万

人，分别增长了 ３６２％和 ４４％，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不断占用农田、森林和湿地，
人类活动也影响着生态系统格局及其服务潜力。 研究表明，近 ３０ 年受围填海活动的影响，大湾区围垦面积达

５９４２２ ｈｍ２，围垦利用形式也从农田、养殖塘用地转变为城市扩张，过度围垦严重影响滨海湿地净化污染、保滩

护岸等生态功能［５０］，大湾区沿岸咸水沼泽和红树林遭到破坏，进而影响水源涵养功能，这与本文关于水源涵

养量在深圳、东莞、中山等沿海城市减少较多的分析结果是契合的。ＮＰＰ和土壤保持量在许多区域呈现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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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的相关系数年际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ＨＭ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增加趋势，原因可能是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森林保护修复政策的实施，较多农田转为森林，同时与其

他生态系统类型相比，森林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和净初级生产力都较高。
过去几十年，我国城市群地区高速发展，秉持着以发展为主线的理念，出现了许多摊大饼的土地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现象［５１］，以致整体生态空间的丧失以及城市区域生态环境恶化［５２］，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城市化发

展进程。 因此，国土空间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等最新举措皆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提到首要

高度。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规划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

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３４］。 通过掌握大湾区生态系统格局与服务的过去发展的时空演化态势，可以看出城市

化挤占生态空间导致的生产力供给、水源涵养等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下降，得出了作为大湾区生态服务主要供

给区域的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存在生态系统供给与调节服务的权衡关系，这些都将成为大湾区未来发展的负面

因素。 因此，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必须放在与城市发展、经济开发同等重要地位，明确界定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明确划分生态红线、耕地保护红线和城市发展界线，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才可能建设生态安

全、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美丽湾区。 有关部门需要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减少城镇扩张和不合理的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极影响。 对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港、澳、广、深，可以从优化绿地结构比如屋顶

绿化等措施改善生态环境。 而生态服务主要提供区域的肇庆、惠州、江门等，应兼顾推进大湾区自然保护地和

游憩生态空间建设，构筑湾区生态屏障。
本文的不确定性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１）文中生态系统类型数据空间分辨率虽为 １００ ｍ，但估算

生态系统服务的 ＮＰＰ、植被覆盖度、降水量等遥感或插值数据空间分辨率则以 １ ｋｍ 为主，因此估算结果对于

城市内部不具有解释依据。 （２）ＭＯＤＩＳ 的 ＮＰＰ 数据产品用于年际趋势分析结果可信度较高，但是在数据绝

对值方面精度不够，然而目前暂未有更高精度的 ＮＰＰ 数据集，未来需要针对该区域供给服务开展针对性估算

或模拟研究。 （３）学界对于水源涵养尚未形成一致认识，文中采用简单的降水储存量法，基于本地化参数估

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实质上是生态系统通过截流延长降水转化为径流的能力，即水量调节。 （４）为了进

一步提高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服务量的估算精度，需要进一步结合地面调查对土壤侵蚀方程中的管理因子进行

参数本地化。 （５）大湾区城镇化导致森林、农田等自然生态系统面积锐减，进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下降，
但是通过景观格局优化、合理开发可以有效止损［５３⁃５４］，因此可以考虑从景观格局的角度进行研究，结合景观

格局指数，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协同、尽量减少权衡。 （６）城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近十几年变化最显著

的特点，研究城市群地区生态系统服务还需要综合考虑文化服务等［３２，５５］，在空间上对多个服务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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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权衡，为大湾区生态修复与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此外，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分析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权衡协

同度模型等［５６］，本研究是基于连续 １６ 年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而非只把两年数据相减，能较为准确和直观地

揭示大湾区生态系统供给和调节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 其中 ＮＰＰ 与土壤保持为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这与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５７］。 下一步，需要进一步通过创建渔网把研究区格网化后再进行生态系统服

务之间的相关分析。

４　 结论

通过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宏观格局、供给、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的时空演化特

征，探讨了生态系统供给与主要调节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的森林是

大湾区提供生态服务的主体生态系统，其次为湿地和农田。 ＮＰＰ 和土壤保持量整体上均呈现轻度增加趋势，
特别是大湾区江门、肇庆等生态服务的主要提供区域；东南部最高、北部次之、中部偏低的水源涵养量，除西北

部呈现增加趋势以外，其它区域皆呈现减少趋势。 近十几年，受城市化影响，森林、农田、湿地等生态空间面积

皆呈现减少态势，生态系统供给、调节服务量在农田、森林、草地转城镇的区域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 大湾区

生态系统供给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服务均以协同关系为主，而在大湾区东北部、南部权衡关系明显。 因此，
针对供给与调节服务表现为权衡的区域，在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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